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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考察“双减”实施前后父母教育卷入分维度的动态变化及其对小学生学习投入和学习成绩的影响, 本研

究以 323 名小学生(平均年龄 11.02 ± 0.83 岁, 49%男生)为被试, 在“双减”前(T1)、“双减”实施一年半后(T2)和两年后

(T3)分三次测量父母教育卷入, 并在 T1 和 T3 测量学习投入、T3 收集学习成绩, 构建潜变量增长模型。结果发

现: (1)小学生的父母情感卷入、父母智力卷入、父母行为卷入的变化轨迹均呈线性递减趋势; (2)在控制人口学因素

后, 对学习投入而言, 父母情感卷入、父母行为卷入的初始水平和变化速度对学生学习投入的影响表现为累加作用

模式; 对学习成绩而言, 父母情感卷入仅变化速度对学习成绩的预测显著, 而父母行为卷入的初始水平和变化速

度对学习成绩的影响表现为增强作用模式; 父母智力卷入对学习投入及学习成绩的影响均不显著。本研究不仅有

助于深入理解“双减”背景下父母教育卷入的发展变化轨迹及其对学习投入和学习成绩的影响, 还能为评估“双减”

政策的实施效果以及“双减”政策实施后父母教育卷入的干预提供实证依据。 

关键词  父母教育卷入, 学习投入, 学习成绩, “双减”政策, 潜变量增长模型 

分类号  B849: G44 

1  引言 

2021 年, 中共中央及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

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

的意见》(以下简称“双减”)。“双减”后, 教育不仅关

注学生的学业结果还关心学生的学习过程。学习投

入(Learning Engagement), 作为衡量学生学习过程

的指标, 是指个体在学习时积极、充实的精神状态

(Schaufeli et al., 2002); 而学习成绩则是衡量学生

学业结果的经典变量(Stiggins et al., 1989)。大量研

究证明, 学习投入不仅与学生的学业成绩密切相关

(Chen et al., 2020), 还 影 响 学 生 的 内 外 化 问 题

(Olivier et al., 2020)。而学习成绩则预测学生未来

的学业表现(He et al., 2024)及之后的不良社会行为

(Lankester et al., 2024)。但目前有关“双减”后我国

小学生学习投入和学习成绩的变化及影响机制尚

不可知, 探明其影响因素既有利于学生全面健康发

展, 也能为评估“双减”实施效果提供实证依据。 

父 母 教 育 卷 入 是 学 业 成 功 的 关 键 因 素 之 一

(Graves & Brown Wright, 2011)。已有较多研究表明, 

父母教育卷入对学习投入(Li et al., 2023)和学习成

绩(Castro et al., 2015; Hsu et al., 2011)有促进作用, 

但缺乏对其分维度动态变化的研究, 无法揭示初始

水平与变化速度对小学生学习投入及学习成绩的

作用模式。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强调, “双减”后父母

需加强情感、智力、行为多方面的卷入(Luo, 2023), 

更加全面促进孩子的学习表现。为此, 本研究采用

纵向设计, 探究“双减”前后父母教育卷入分维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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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轨迹对学习投入和学习成绩的影响机制, 从三

个维度出发 , 为教育卷入初始水平不同的家庭在

“双减”后应如何调整对孩子的卷入水平, 有效提升

其学习投入与学习成绩提供依据。 

1.1  “双减”前后父母教育卷入的动态变化 

父母教育卷入(parental involvement)即父母在

儿童教育过程中的参与程度和方式, 主要指父母对

儿童教育的理念与发展的期望, 以及在家庭和学校

中做出的为促进儿童取得更好学业成就和心理发

展的多种行为, 包含父母情感卷入、父母智力卷入

和父母行为卷入(Grolnick & Slowiaczek, 1994)。父

母情感卷入(emotional involvement)是指父母为了

解儿童在学校发生的事情或授课情况, 表达出对儿

童 的 学 习 和 学 校 的 积 极 态 度 ; 父 母 智 力 卷 入

(cognitive involvement)是指父母提供给儿童一切有

助于智力发展的资源(如 , 父母辅导孩子的学习); 

父母行为卷入(behavior involvement)是指直接参与

孩子的发展过程(如, 父母在日常生活中陪伴孩子、

管理作息时间等) (Li et al., 2023)。 

早期研究采用横断研究探究不同年龄阶段父

母教育卷入的程度差异, 发现父母教育卷入从小学

至高中阶段逐渐减少(Catsambis & Garland, 1997; 

Wei et al., 2019)。随后, 有研究者从两个时间点探

究父母教育卷入在小学阶段的动态变化轨迹, 发现

其随年级的增加而减少(Daniel, 2015; Garbacz et al., 

2015)。然而, 想要更准确地把握其发展轨迹及内部

特征变化 , 至少需要三个时间点的长期追踪设计

(Pfost et al., 2014)。目前, 仅有少量的纵向研究探究

三个时间点以上的小学阶段父母教育卷入变化的

动态轨迹(Flack et al., 2023), 研究发现父母教育卷

入从学龄前到小学二年级逐渐下降。随着研究增多, 

Epstein (2005)在家庭系统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父母

教育卷入是多维度、多层次的动态过程, 但仍缺乏

对分维度的动态变化的深入研究。 

尽管学界已开始关注父母教育卷入的动态变

化过程, 但缺乏对初始水平、变化速度及两者关系

的系统探究。具体而言, 初始水平反映“双减”前父

母教育卷入的个体发展水平 , 变化速度则描述其

“双减”前后的增减趋势(刘红云 等, 2005), 而两者

的关系则揭示了个体差异随“双减”实施如何变化

(增大或缩小) (Grimm et al., 2017): 若二者呈显著

正相关, 表明父母教育卷入的个体差异随“双减”政

策的实施而增大, 为马太效应; 若呈负相关, 则表

明父母教育卷入的个体差异随“双减”的实施而减

少, 为补偿模式; 若无显著相关, 则表明父母教育

卷入的个体差异保持相对稳定 , 即稳定差异模式

(程亚华 等, 2023)。以往研究表明, 父母对儿童的

教育卷入存在“强者愈强 , 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

(Bakermans-Kranenburg et al., 2005)。“双减”政策下, 

高初始水平家庭凭借资源优势, 通过替代性教育维

持较高卷入水平(即下降速度较慢), 而低初始水平

家庭因政策冲击面临“替代真空” (贺明华, 郭红梅, 

2024), 导致卷入程度进一步下降(即下降速度较快), 

最终扩大群体差异。同时, “双减”后相关研究进一

步强调, 父母教育卷入需从情感、智力和行为等多

维度协同推进(Luo, 2023), 从各个维度探究其对孩

子发展的具体影响。 

综上, 本研究第一个目的是从初始水平、变化

速度及两者之间的关系三方面细致刻画“双减”前

后我国小学生父母教育卷入分维度的发展轨迹。 

1.2  “双减”前后父母教育卷入与小学生学习投

入及学习成绩的纵向关系 

根据社会发展情景模型, 学生的学习投入和学

习成绩是个体自身因素与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结

果, 二者均处于动态变化之中(Wang et al., 2019)。 

首先, 从初始水平来看, 即在父母教育卷入与

学生学习表现的静态关联上 , 对于学习投入而言 , 

父母情感卷入可以通过鼓励促进孩子的学习认同, 

从而提升其专注水平(Kim & Kim, 2021); 而父母智

力卷入则常因过度干预, 产生消极影响(Pomerantz 

et al., 2007); 父母行为卷入对学习投入的影响结果

则存在分歧, 部分研究显示其具有正向作用(Fan & 

Williams, 2010), 而另一些研究则指出其可能因控

制性过强而产生负向作用(Pomerantz et al., 2007)。

对于学习成绩而言, 父母情感卷入同样被证实具有

正向作用(Wang & Sheikh-Khalil, 2014), 而父母智

力卷入的负面影响与父母行为卷入的分歧结果也

均在以往研究中有所体现(Castro et al., 2015; Ciping 

et al., 2015; Patall et al., 2008)。在“双减”政策实施

后的外部约束减少且小学生自律性较弱的双重背

景下, 适度的行为卷入有助于培养学习习惯, 从而

提升学习投入和成绩(Fan & Williams, 2010)。 

其次, 从变化速度来看, 父母教育卷入不同维

度的动态变化对学习投入与学习成绩可能具有不

同的含义。父母情感卷入和父母行为卷入作为支持

性因素, 其水平的下降(即负向变化速度)可能意味

着家庭学习资源的减少与心理支持的削弱, 往往阻

碍 学 习 动 力 (即 投 入 )和 学 习 成 绩 的 提 升 (Jey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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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Wang & Eccles, 2012)。相比之下, 父母智力

卷入本身即过度干预, 其下降反而为自主性发展提

供空间, 从而可能对学习投入和成绩产生积极的预

测 效 果 (Grolnick & Ryan, 1989; Ryan & Deci, 

2000)。 

除了以往研究考察过的父母教育卷入初始水

平 和 变 化 速 度 的 独 立 效 应 (Dearing et al., 2006; 

Hong et al., 2020), 二者的动态交互作用同样不容

忽视。但对于这一问题, 尚未有研究探讨。因此, 本

研究的第二个目的是在“双减”背景下, 同时考察父

母教育卷入的初始水平和变化速度对小学生学习

投入和学习成绩的影响, 并检验二者是否存在协同

作用。 

以往研究中, 对于变量发展轨迹的初始水平与

变化速度如何协同作用, 主要存在累加效应模型与

交互效应模型两类竞争模型(El-Sheikh et al., 2019; 

肖家乐 等, 2023)。其中, 累加效应模型(见图 1a)

表示低初始水平和高下降速度会以积聚的方式使

得学生的学习投入和学习成绩变差, 不存在交互作

用, 总效应为二者影响的简单加和(Dearing et al., 

2006)。交互效应模型则表示初始水平和下降速度

存在交互作用, 按可能的交互模式进一步区分为两

种子类型: 增强模型(见图 1b)指低初始水平会放大

父母教育卷入下降对学习投入和学习成绩的不利

影响, 即父母教育卷入初始水平越低, 其下降速度

快对学习投入和学习成绩的负面影响越强; 敏感模

型(见图 1c)则假设高初始水平的学生已形成对父母

支持的心理依赖, 一旦支持减弱, 适应困难更为突

出(曾玲娟 等, 2022), 即父母教育卷入初始水平越

高, 其下降速度快对学习投入和学习成绩的负面影

响越强。尽管以往研究尚未直接探讨交互效应, 但

已有证据提示父母教育卷入对儿童发展结果的影

响存在初始条件依赖性(Xu et al., 2020)。最后, 已

有研究对于二者交互效应方向的分析通常是探索

性的(Aiken & West, 1991; El-Sheikh et al., 2019)。

因此, 本研究将首次在“双减”背景下系统检验上述

三类模型在学习投入与学习成绩上的适用性, 并对

交互项的具体方向进行探索性分析。 

1.3  本研究 

小学阶段的儿童具有较高的环境敏感性和可

塑性, 高质量的父母教育卷入能显著提升其学习投

入(Li et al., 2023)和学习成绩(Englund et al., 2004), 

并对其后期的情绪、智力、行为的发展产生影响

(Maccoby & Martin, 1983)。目前关于小学阶段父母

教育卷入的研究大多基于西方背景(Garbacz et al., 

2015), 国内小学阶段父母教育卷入的发展轨迹以

及“双减”前后初始水平和变化速度对学习投入和

学习成绩的作用模式尚不明确。故本研究对小学生

父母教育卷入进行三次追踪测查, 并收集小学生的

学习投入、学习成绩数据, 考察父母教育卷入分维

度在三次测查期间的变化轨迹。由于政策实施的第

一年往往是动荡适应期(Viennet & Pont, 2017), 故

本研究的施测时间 T1 为“双减”前, T2 为“双减”政

策一年半后, T3 为“双减”政策两年后。鉴于学习投

入(学习过程的核心指标)与学习成绩(学习结果的

直接体现)可能受“双减”政策的不同影响机制驱动, 

因此本研究将分别考察父母教育卷入分维度的变

化轨迹与 T3 小学生学习投入和学习成绩间的关系, 

检验初始水平和变化速度究竟是相对独立地起作

用(累加效应)还是协同起作用(增强模型或敏感模

型), 并控制性别、年龄和 T1 的学习投入(Hill & 

Tyson, 2009; Xu et al., 2020)。基于上述研究目的与

前述文献综述, 本研究提出如下具体假设: 

首先, 关于父母教育卷入的发展轨迹部分, 鉴

于“双减”政策通过减轻学生校内外学业负担, 减少

了父母在学业辅导与监督等方面的卷入需求(Luo, 

2023; 梁丹, 2021; 田宏杰, 邓林园, 2022), 同时横

断研究与短期追踪研究均表明, 父母教育卷入水平

随儿童年级升高自然下降(Daniel, 2015; Garbacz et 

al., 2015), 据此提出假设 H1:“双减”政策实施前后,  

 

 
 

图 1  父母教育卷入初始水平和变化速度预测学习成绩的概念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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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父母教育卷入各维度呈现显著下降趋势。此

外, 考虑到“双减”政策可能因家庭资源差异而加剧

教育不平等 , 引发“马太效应” (贺明华 , 郭红梅 , 

2024), 进一步假设父母教育卷入的初始水平与其

变化速度呈显著正相关, 即初始卷入水平较高的家

庭, 其卷入水平下降幅度较为缓慢。 

其次, 关于父母教育卷入对学习投入与学习成

绩的影响机制。依据社会发展情境模型(Wang et al., 

2019)及相关实证研究 , 父母情感卷入与行为卷入

通常被界定为支持性因素, 对学生的学习表现具有

正向预测作用(Jeynes, 2005; Kim & Kim, 2021); 而

父母智力卷入则可能因包含控制性成分而产生消

极影响(Castro et al., 2015; Ryan & Deci, 2000); 因

此, 提出假设 H2:父母情感卷入与行为卷入的初始

水平及变化速度正向预测小学生的学习投入与学

习成绩, 而父母智力卷入的初始水平及变化速度则

负向预测学习投入和学习成绩。此外, 本研究将通

过检验累加模型与交互模型(增强模型与敏感模型), 

进一步探讨父母教育卷入初始水平与变化速度对学

习结果的具体作用模式。研究假设模型如图 2 所示。 

2  方法 

2.1  被试 

整群抽样山东省烟台市两所公立小学小学生, 

进行为期两年的三次追踪测查。本研究首次施测时

间为 2021 年 6 月(“双减”实施前, T1), 获得有效被

试 504 人(男生 241 人, 平均年龄为 8.89 ± 0.94 岁), 

分别来自三四五年级, 不存在阅读困难及智力发育 
 

 
 

图 2  本研究的假设模型 
注: 本模型中的“父母教育卷入”代指父母教育卷入分维度的父

母情感教育卷入、父母智力教育卷入、父母行为教育卷入。 

迟滞的学生。第二次施测时间为 2023 年 1 月(“双减”

实施一年半后, T2), 获得有效被试 425 人(男生 200

人, 平均年龄为 10.40 ± 0.98 岁), 第三次施测时间

为 2023 年 7 月(“双减”实施两年后, T3), 最终获得

有效被试 323 人(男生 158 人, 平均年龄为 11.02 ± 

0.83 岁)。由于学生转学或施测当天因故请假等原

因, 第二次和第三次施测, 分别流失被试 79 人和

102 人, 从 T1 到 T3, 纵向流失率为 25.08%。被试

流失分析显示, 流失的被试与具有完整数据的被试

相比, 在年龄(t = 1.60, p = 0.10)、性别(χ2 = 0.44, p= 

0.51)、T1 时的父母教育卷入(t = −3.79, p = 0.50)以

及 T1 时的学习投入(t = 0.06, p = 0.95)上均无显著

差异。本研究经过一作所在单位的伦理委员会审核

及同意。 

2.2  研究工具 

2.2.1  父母教育卷入 

采用父母教育卷入量表(Cheung & Pomerantz, 

2011)测查学生的父母卷入情况。该量表共 23 道题

目, 包括“父母情感卷入” (9 题, 如“父母疏导我在

学习上遇到的困难情绪”)、“父母智力卷入” (8 题, 

如“父母辅导我的学习”)和“父母行为卷入” (6 题, 

如“父母管理我的作息时间”)三个维度。要求学生采

用 5 点计分, 从 1“完全不符合”到 5“完全符合”回答

题目。计算每个分量表题目的平均分, 分数越高表

示三种父母教育卷入水平越高。父母情感卷入在 3

次测查中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6、0.84 和 0.85, 

父母智力卷入在 3 次测查中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0、0.76 和 0.83, 父母行为卷入在 3 次测查中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78、0.74 和 0.75。 

2.2.2  学习投入 

采用学习投入量表(Learning Engagement Scale) 

(Lam et al., 2014)测量学生的学习投入水平。该量表

共 10 个条目(如“学习时, 我感到精力充沛”), 采用

5 点计分, 由学生填写问卷(1 = “完全不符合”到 5 = 

“完全符合”), 计算量表题目的平均分, 分数越高表

示个体的学习投入水平越高。该量表已在中国小学

生群体广泛使用, 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杨靖渊 

等, 2024)。该量表在第 1 次测查中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2, 第 3 次测查中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5。 

2.2.3  学习成绩 

参照已有研究(周翠敏 等, 2016), 从校方获得

学生 2023 年 7 月测的春季学期期末统考成绩, 语

文、数学、外语、道法和科学五门成绩, 原始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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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百分制。将五门课平均值作为学生总体学习成绩

的指标。期末考试均依据国家小学生课程标准进行。 

2.3  施测程序 

在征得父母和学生本人知情同意后, 于 2021

年 6 月(T1, “双减”实施前)以班级为单位进行第 1

次集体施测, 之后分别在 2023 年 1 月(T2, “双减”

实施一年半后)和 2023 年 7 月(T3, “双减”实施两年

后)进行追踪调查, T1 时间点测查了学生的年龄等

人口学数据和父母教育卷入以及学生的学习投入, 

平均施测时间为 20~30 分钟; T2 时间点仅测查了父

母教育卷入, 平均施测时间为 10~15 分钟; T3 时间

点测查了父母教育卷入、学生的学习投入, 平均施

测时间为 20~25 分钟; 此外, T3 时间点还从校方收

集了学生的期末成绩数据。在施测前, 根据班主任

提供的信息排除存在阅读困难及智力发育迟滞的

学生; 在施测时, 每个班级由 2 位心理学专业研究

生宣读统一的指导语, 指导学生独立完成问卷内容, 

同时监控其对问卷内容的理解情况, 并对其问题进

行一对一回答, 完成后问卷被当场收回。施测结束

后, 每位学生均可获得小礼物。 

2.4  数据分析 

采用 SPSS 23.0 和 Mplus 8.0 进行数据分析。

首先, 对缺失值进行处理。由于漏填、不认真作答

等原因 , T1-T3 父母教育卷入数据的缺失比例为

0.76%~0.83%, T1 学生学习投入数据的缺失比例为

1.19%, T3 学生学习投入数据的缺失比例为 0.2%, 

T3 学 习 成 绩 无 缺 失 , 采 用 多 重 插 补 法 (Multiple 

Imputation)处理缺失值(Rubin, 1978)。其次, 对研究

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再次, 为探讨“双

减”背景下父母教育卷入的变化轨迹及其与学习投

入、学习成绩的关系问题, 分两步构建潜增长曲线

模型进行分析(Grimm et al., 2017)。第一步, 采用无

条件潜增长曲线模型刻画父母教育卷入三个维度: 

父母情感卷入、父母智力卷入、父母行为卷入的变

化轨迹。该模型基于所有个体 3 个时间点的父母教

育卷入分数抽取初始水平和变化速度。根据潜增长

曲线模型使用要求(Grimm et al., 2017), 设定不同

时间点父母教育卷入的残差变异固定为等同。设定

3 个时间点父母教育卷入观测指标的因子载荷固定

为 1 来估计初始水平。斜率因子的载荷根据实际测

量间隔设定: T1 (基线)固定为 0, T2 (间隔 18 个月)

设为 3, T3 (间隔 24 个月)设为 4, 以半年为单位标

准化时间尺度。此设定能更精确地估计线性变化速

度(Grimm et al., 2017; 程亚华 等, 2023; 肖家乐 

等, 2023)。因此, 设定测量时间间隔不等的 3 个时

间点的因子载荷固定为 0、3 和 4 来估计变化速度

(Preacher & Hayes, 2008)。此外, 估计初始水平与变

化速度间的相关 , 以反映两者间的关系。第二步 , 

在无条件潜增长曲线模型中分别纳入学习投入和

学习成绩, 构建有条件潜增长曲线模型来考察在控

制年龄等变量之后, T1→T3 的父母情感卷入、父母

智力卷入、父母行为卷入的初始水平、变化速度以

及初始水平与变化速度的交互项(El-Sheikh et al., 

2019; Maslowsky et al., 2015)能否显著预测 T3 的学

习投入和学习成绩。模型采用稳健极大似然估计

(Robust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or)方法, 根据

Hu 和 Bentler (1999)的建议, 模型足够拟合的临界

标 准 为 CFI ≥  0.90, TLI ≥  0.90, RMSEA ≤ 

0.08, SRMR ≤ 0.08。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共同方法偏差。结果

显示 T1 共有 7 个特征值大于 1 的公因子被析出, 且

第一个公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 26.79%; T2 共有 5

个特征值大于 1 的公因子被析出, 且第一个公因子

解释的变异量为 29.67%, T3 共有 6 个特征值大于 1

的公因子被析出 , 第一个公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

31.91%, 均小于 40%的标准, 表明本研究共同方法

偏差效应不明显(周浩, 龙立荣, 2004)。 

3.2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各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如表 1。T1 父母

情感卷入与 T1 学习投入显著正相关, T2、T3 父母

情感卷入与 T3 学习投入显著正相关。T1 父母智力

卷入与 T1 学习投入显著正相关, T2、T3 父母智力

卷入与 T3 学习投入显著正相关。T1 父母行为卷入

与 T1、T3 学习投入显著正相关, T2、T3 父母行为

卷入与 T3 学习投入和 T3 学习成绩显著正相关。

T1 的学习投入和 T3 的学习投入、成绩彼此显著正

相关。 

3.3  “双减”实施前后父母教育卷入的变化轨迹 

本研究分别构建了父母教育卷入分维度的无

条件线性增长模型。根据追踪间隔, 将斜率因子上

的负荷分别设为 0、3、4 以描述线性增长趋势。如

表 2 结果显示, 父母教育卷入各个分维度的无条件

潜增长模型拟合良好。父母情感卷入、父母智力卷

入和父母行为卷入在“双减”实施后均呈线性下降

趋势。此外, 父母情感卷入的截距变异(σ2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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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父母教育卷入分维度无条件潜增长曲线模型拟合指标值 

模型 CFI TLI RMSEA SRMR 90%CI 
系数 变异 截距与斜率

的相关 截距 斜率 截距 斜率 

父母情感卷入 0.92 0.84 0.07 0.04 [0.00, 0.13] 4.94*** −0.85*** 0.05* 0.02*** < 0.01 

父母智力卷入 0.99 0.97 0.03 0.02 [0.00, 0.10] 4.83*** −0.45* 0.07* 0.02*** < 0.01 

父母行为卷入 0.92 0.85 0.07 0.04 [0.00, 0.13] 4.79*** −0.74*** 0.08** 0.02*** < 0.01 

注:*** p < 0.001; ** p < 0.01; * p < 0.05 

 

SE = 0.03, p = 0.048)和斜率变异(σ2 = 0.02, SE = 

0.00, p < 0.001)均显著, 父母智力卷入的截距变异

(σ2 = 0.07, SE = 0.03, p = 0.011)和斜率变异(σ2 = 

0.02, SE < 0.01, p < 0.001)均显著, 父母行为卷入的

截距变异(σ2 = 0.08, SE = 0.03, p = 0.002)和斜率变

异(σ2 = 0.02, SE = 0.00, p < 0.001)均显著, 表明父

母情感卷入、父母智力卷入和父母行为卷入的初始

水平和随时间的变化存在个体间差异。父母教育卷

入各个分维度的截距和斜率相关均不显著 , 表明

“双减”前后父母教育卷入呈现稳定差异模式。 

3.4  “双减”实施前后父母教育卷入的变化轨迹对

学生学习投入、学习成绩的差异性作用模式 

为进一步探究“双减”前后父母教育卷入分维

度的变化轨迹与 T3 学习投入、学习成绩的关系, 在

有条件潜增长曲线模型(见图 3)中纳入 T3 学习投

入、学习成绩, 分别采用 TI→T3 父母教育卷入三

个分维度的初始水平、变化速度以及二者交互项预

测 T3 学习投入、学习成绩。同时, 由于性别与研

究变量相关均不显著, 因此仅控制年龄这一人口学

变量, 并在对 T3 学习投入的预测模型中纳入 T1 学

习投入作为控制变量。  

结果表明, 控制协变量后, 父母情感卷入初始

水平(b = 0.99, p < 0.001)和变化速度(b = 3.21, p < 

0.001)均显著正向预测 T3 学习投入, 但其交互项对

T3 学习投入的预测不显著(b = −1.96, p > 0.05), 为

累加作用模式, 即初始水平和变化速度的影响彼此

独立, 以加和的方式作用于学生的学习投入。父母

情感卷入变化速度(b =1.12, p = 0.016)显著正向预

测 T3 学习成绩, 但是初始水平(b = 0.16, p > 0.05)

及交互项(b = 2.08, p > 0.05)对 T3 学习成绩的预测

不显著。 

父母智力卷入初始水平(b = −1.32, p > 0.05)和

变化速度(b = 4.59, p > 0.05)及其交互项(b = 5.38, 

p > 0.05)对 T3 学习投入的预测均不显著。父母智力

卷入初始水平(b = 1.23, p > 0.05)和变化速度(b = 

−0.69, p > 0.05)及其交互项(b = −0.12, p > 0.05)对

T3 学习成绩的预测均不显著。 

父母行为卷入初始水平(b = 0.63, p = 0.013)和

变化速度(b = 2.55, p < 0.001)均显著正向预测 T3 学

习投入, 但是其交互项对 T3 学习投入的预测不显

著(b = −0.21, p > 0.05), 为累加作用模式。父母行为

卷入初始水平(b = 0.90, p = 0.001)和变化速度(b = 

2.99, p < 0.001)均显著正向预测 T3 学习成绩, 同时, 

其交互项显著预测 T3 学习成绩(b = −2.54, p = 

0.029)。简单斜率分析显示(图 4), 低/高初始水平两

组效应强度边缘显著(t = −1.97, p = 0.05), 低父母 
 

 
 

图 3  父母教育卷入分维度变化轨迹预测学习投入、学习成绩的有条件潜增长曲线模型 
注: 图 3a 为父母情感教育卷入变化轨迹对学习投入、学习成绩的预测模型; 图 3b 为父母智力卷入变化轨迹对学习投入、学习成绩

的预测模型; 图 3c 为父母行为卷入变化轨迹对学习投入、学习成绩的预测模型; 实线表示该路径达到统计显著性, 虚线表示该路径

未达到统计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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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父母行为卷入初始水平和变化速度交互作用于“双

减”实施两年后学生的学习成绩 
 

行为卷入初始水平组的斜率(b = 3.80, p < 0.001)显

著高于高初始水平组的斜率(b = 2.17, p = 0.001) 

(Aiken & West, 1991)。表明父母行为卷入初始水平

显著改变了变化速度与学习成绩之间的关系。对于

高父母行为卷入初始水平的个体, 父母行为卷入的

变化速度与学习成绩之间的关系相对较弱(b = 2.17, 

p = 0.001), 这表明, 随着父母行为卷入的下降速度

加快 , 这些学生的学习成绩下降幅度较小。相反 , 

对于低父母行为卷入初始水平的个体, 其父母行为

卷入的变化速度与学习成绩之间的关系更为显著

(b = 3.80, p < 0.001), 这意味着, 随着父母行为卷

入的下降速度加快, 这些学生的学习成绩下降幅度

较大。 

综上, “双减”后, 我国小学生父母情感卷入、父

母智力卷入、父母行为卷入的变化轨迹均呈线性递

减趋势, 父母教育卷入各个分维度的初始水平和变

化速度均不相关, 为稳定差异模式。对学习投入而

言, “双减”背景下父母情感卷入、父母行为卷入的

初始水平和变化速度对学生学习投入的影响均显

著, 且初始水平和变化速度的影响表现为累加作用

模式; 对学习成绩而言, “双减”背景下父母情感卷

入仅变化速度对学习成绩的预测显著, 而父母行为

卷入的初始水平和变化速度对学习成绩的影响均

显著, 且二者的影响表现为增强作用模式; 父母智

力卷入对学习投入及学习成绩的影响均不显著。 

4  讨论 

4.1  “双减”背景下父母教育卷入的变化轨迹 

本研究发现小学生父母教育卷入在情感、智力

和行为三个维度上均呈下降趋势, 这与 Flack 等人

(2023)发现从学龄前到小学二年级父母教育卷入随

年级增加逐渐下降的结论一致, 证实了其存在动态

变化。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 就儿童个体而

言 , 随 着 年 龄 的 增 加 , 其 自 主 性 发 展 需 求 增 强

(Pomerantz & Wang, 2009), 更倾向于独立完成学

业任务, 不需要父母过度参与。第二, 就家长而言, 

随着儿童年级的增加, 家长更注重培养儿童的自主

学习能力(李明 等, 2022), 而非直接参与学习过程, 

导致教育卷入降低。第三, “双减”政策引起的教育

需求的变化, 家长的教育策略也会相应调整。例如, 

在父母情感卷入方面, 父母可能从关注学习成绩转

变为以生活教育为核心, 重视儿童在道德、情感、

社交等方面的全面发展(贺明华, 郭红梅, 2024), 对

学业的情感卷入有所降低。而随着“双减”后课外辅

导机构的减少, 父母为儿童所提供的学习资源也有

所减少, 父母智力卷入呈下降趋势。最后, 学业负

担的减轻直接导致父母在作业监督等方面的父母

行为卷入减少(Luo, 2023)。 

同时, 本研究发现, 父母教育卷入各维度的初

始水平和变化速度均不相关 , 呈现稳定差异模式 , 

表明小学生父母教育卷入的个体差异并未随“双

减”政策而改变。这可能是由于政策初期, 大部分家

长仍处于观望态度, 教育政策自身的不确定性因素

与家长主体认知的不确定性使得教育卷入差异未

显现(贺明华, 郭红梅, 2024)。再加之小学学习内容

较为简单, 多数父母在无辅导机构下仍然能提供指

导。因而父母教育卷入初始水平不同的家庭在后续

发展中的变化速度相近, 父母教育卷入水平的个体

差异没有明显地不断增大。 

4.2  “双减”背景下父母情感卷入和父母行为卷

入对学习投入的影响：累加模型 

本研究结果表明父母情感卷入、父母行为卷入

的初始水平和变化速度对学习投入的影响一致, 均

能显著正向预测 T3 学习投入, 与先前研究初始水

平能够正向预测学生的学习投入结果相一致(Li et 

al., 2023)。但父母智力卷入的初始水平及变化速度

对 T3 学习投入的预测不显著。 

首先, 父母情感卷入和父母行为卷入的初始水

平 正 向 预 测 学 习 投 入 。 依 据 社 会 发 展 情 景 理 论

(Wang et al., 2019), 个体发展处于持续演变的家庭

情境之中, 而早期的家庭互动模式会通过塑造个体

的资源, 对其后续发展产生持久影响。父母情感卷

入的初始水平(如“父母疏导我在学习上遇到的困难

情绪”)构筑了一个支持性的亲子关系, 让孩子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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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学业挑战时能够将父母视为安全基地, 同时也通

过尊重孩子感受的疏导方式, 传递了对其自主性的

认可, 从而更愿意主动、持久地投入学习(Kim & 

Kim, 2021)。父母行为卷入的初始水平(如“父母管

理我的作息时间”)构筑了结构化的、可预测的家庭

学习环境。针对小学生自我管理能力不足的现状, 

父母通过提供结构化支持(如规律作息)搭建学习 

“脚手架”, 将学业要求转化为儿童可操作的日常实

践, 从而帮助孩子更高效地完成任务并逐步内化为

学习习惯(Moroni et al., 2015)。同时, 这些日常的陪

伴也是关系联结的体现。因此, 高初始水平的父母

情感与行为卷入共同构成了一个有利的社会发展

情境, 为学生奠定了稳固的行为基础和“发展资本”, 

使其在面对后续变化时能保持较高的学习投入。 

其次, 父母情感卷入和父母行为卷入的变化速

度正向预测学生的学习投入且二者的交互项均不

显著, 这表明父母教育卷入的初始水平和变化速度

具有独立的效应, 下降速度对学习投入的影响不因

初始水平的高低而改变, 符合累加模型而非增强模

型。增强模型认为, 在父母教育卷入急剧下降的家

庭中, 高初始水平能够缓冲高下降速度带来的不利

影响。而本研究发现, 对于高初始水平的家庭, 一

旦父母教育卷入开始减少, 即使存在高初始水平所

积累的优势, 其学习投入也会迅速降低, 高初始水

平并不会为父母教育卷入的下降带来缓冲。换言之, 

父母教育卷入的减少本身就是一个强有力的风险

因子, 与起点无关, 不会因初始水平的高低而产生

额外的影响。同时, 社会发展情景模型为其提供了

具体的解释依据, 学生的学习投入和学习成绩是人

与环境因素交互的结果(Wang et al., 2019), 在家庭

环境中, 父母卷入快速减少意味着支持骤降, 这种

支持角色的缺位直接削弱了儿童的归属感和自主

性, 无论高初始水平还是低初始水平都会受到卷入

迅速降低的影响, 进而影响学习投入(Ryan & Deci, 

2000); 相比之下 , 缓慢的下降速度则为儿童提供

了适应缓冲期, 使其在家庭系统中逐步发展自我调

节能力 , 完成从外部支持到自我支持的平稳过渡 , 

最 终 表 现 出 更 高 的 学 习 投 入 水 平 (Pomerantz & 

Wang, 2009)。 

而父母智力卷入的初始水平和变化速度对学

生学习投入的预测作用不显著。从其概念内涵来说, 

父母智力卷入是指父母提供给儿童一切有助于智

力发展的资源(如学习辅导等智力发展资源) (Li et 

al., 2023), 直接介入学习过程。然而, 这种过度介

入可能给孩子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不仅会抑制孩子

的自主性和元认知能力发展(Ryan & Deci, 2000),若

讲解方式不当, 还可能因超出孩子理解能力而导致

认知过载(Sweller, 1988)。这种负面效应使得儿童对

父母智力卷入普遍不敏感, 从而导致无论其初始水

平高低或变化快慢, 都难以显著预测学习投入。 

4.3  “双减”背景下父母行为卷入对学习成绩的

影响：增强模型 

本研究结果表明, 父母情感卷入仅变化速度显

著预测学习成绩, 父母智力卷入的初始水平及变化

速度对学习成绩的预测均不显著, 父母行为卷入初

始水平及变化速度均显著预测学习成绩, 并呈现增

强模式。其中父母情感卷入与先前研究初始水平能

够 正 向 预 测 学 生 的 学 习 成 绩 不 一 致 (Wang & 

Sheikh-Khalil, 2014); 而父母行为卷入与先前研究

初 始 水 平 能 够 正 向 预 测 学 生 的 学 习 成 绩 一 致

(Moroni et al., 2015)。 

父母情感卷入仅变化速度显著预测学习成绩, 

原因在于, 先前研究混淆了静态水平与动态变化的

影响, 并未区分两者的效应(Lv et al., 2016)。实际

上, 初始水平只能反映父母在特定时间点对孩子学

业表现的态度, 解释力有限(Ogg & Anthony, 2020)。

而变化速度揭示了动态趋势, 当父母情感卷入持续

下降时, 孩子可能会将其解读为父母兴趣减弱或失

望, 从而削弱学习的积极性(Teuber et al., 2023)。这

表明父母情感支持的流失本身即为风险因子, 其危

害甚至超过长期低水平的卷入状态, 进而显著预测

孩子的学习成绩。  

而对于父母行为卷入, 初始水平及变化速度均

能显著预测学习成绩, 且呈现增强模式, 与先前研

究 初 始 水 平 能 够 正 向 预 测 学 生 的 学 习 成 绩 一 致

(Moroni et al., 2015) 。 这 与 家 庭 系 统 理 论

(Bronfenbrenner, 1979)强调家庭微观系统对个体发

展具有决定性影响的观点相符(Li et al., 2023)。本

研究进一步揭示了父母行为卷入对学习成绩的动

态机制: 初始水平和变化速度均显著预测学习成绩, 

且交互作用显著, 呈现“1+1>2”的叠加效应(即增强

模型)。具体而言, 早期父母行为卷入有助于培养孩

子的学业习惯与关键能力。初始水平高的个体, 往

往建立了较强的自我效能感和调节能力 , 在面对

“双减”这类外部政策变化时具备更强的适应性与

韧性。相反, 初始父母行为卷入水平较低的学生往

往未能充分发展出自主学习策略与内在学习动机

(Hayek et al., 2022), 对父母的外部支持有着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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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依赖性。当“双减”政策导致父母卷入程度进一步

快速降低时, 这些学生赖以支持的外部 “脚手架” 

骤然削弱, 导致成绩迅速恶化。这表明, 父母行为

卷入的初始水平和变化速度两者起着叠加的“强者

愈强 , 弱者越弱”的效果, 即父母行为卷入低初始

水平是学业下滑的基础 , 高下降速度则加剧恶化 , 

二者叠加形成“雪上加霜”效应。 

而父母智力卷入的初始水平及变化速度对学

习成绩的预测均不显著, 依据 Vygotsky (1978)关于

最近发展区的研究。学习支持需略高于儿童当前能

力水平, 但小学生的元认知能力尚未完善(Flavell, 

2000), 较为直接的父母智力卷入(如直接讲解做题

思路 )可能超出其理解阈值 , 反而 造成认知超载

(Sweller, 1988), 进而难以提升学习成绩。因此, 无

论是父母智力卷入的初始水平还是变化速度, 均未

显示出对小学生学习成绩的显著预测作用。 

4.4  研究意义及教育启示 

本研究发现, “双减”后我国小学生父母教育卷

入分维度的变化轨迹均呈线性递减趋势, 这警示父

母要注重自身教育卷入方式、提升教育卷入质量。

对于父母而言, 首先, 无论是低初始水平, 还是高

初始水平但下降速度较快, 均不利于儿童发展, 需

提高父母教育卷入的水平和质量。其次, 鉴于父母

情感卷入与父母行为卷入的关键作用, 父母应着重

提升这两方面。 特别是行为卷入, 父母应提供清

晰、一致的指导, 提高教育卷入的结构化程度(罗良 

等, 2014)。 

而对于教育者而言, 教师应针对不同类型的学

生进行精准干预, 重点关注低初始水平的学生, 帮

助他们积极适应“双减”政策改革; 对于高初始水平

但下降速度较快的学生, 教师应帮助其培养自主管

理的能力(Xu, 2024), 适应“双减”后的学习; 同时

还应加强与父母的沟通, 帮助父母树立教育责任意

识, 从而建立支持儿童成长的网络。 

4.5  本研究的贡献、局限性及未来展望 

本研究的贡献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 首次探

讨了“双减”政策前后小学生父母教育卷入分维度

的变化趋势, 从初始水平、变化速度及二者关系整

体描绘了我国小学生父母教育卷入分维度的下降

趋势, 揭示了“双减”初期父母教育卷入的稳定差异

模式。第二, 研究首次阐明了父母教育卷入的初始

水平和变化速度协同作用于学习过程(学习投入)和

学习结果(学习成绩), 便于识别初始水平和变化速

度哪个更为关键 , 为针对性干预提供依据。第三 , 

积极响应“双减”号召, 关注父母教育卷入变化对学

生学习过程和学习结果的作用模式, 鼓励家长从单

一关注学习成绩转变为同时重视学习过程和成果, 

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尽管如此, 本研究也存在局限: 首先, 样本局

限于同一地区且未控制社会经济地位, 未能充分揭

示不同地区在“双减”政策后父母教育卷入的群体

差异, 未来可纳入不同城乡背景的被试, 探讨不同

地区的家庭在适应“双减”政策方面的差异。其次, 

受疫情暂停考试影响, 研究原计划的三年级小学生

T1 时间点(2021 年 6 月)的学习成绩未能收集, 在对

学习成绩的潜变量模型中未能纳入 T1 学习成绩作

为控制变量, 未来研究可通过包含基线成绩的模型

进一步验证本研究的结果。最后 , 需要说明的是 , 

已有研究表明学习投入是父母教育卷入影响学习

成绩的一个重要中介机制(Yu et al., 2022)。但本研

究重点考察了“双减”政策下父母教育卷入对学习

投入和学习成绩的独立作用, 但未对三者可能的中

介作用机制进行分析, 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讨学习

投入在父母教育卷入变化轨迹与学习成绩之间的

桥梁作用。 

5  结论 

(1) “双减”前后, 小学生父母情感卷入、父母智

力卷入、父母行为卷入的变化轨迹均呈线性递减趋

势, 小学生父母教育卷入的个体差异表现出稳定差

异的发展模式。 

(2)对学习投入而言, 父母情感卷入、父母行为

卷入的初始水平和变化速度对学生学习投入的影

响表现为累加作用模式; 对学习成绩而言, 父母情

感卷入仅变化速度的预测作用显著, 而父母行为卷

入初始水平和变化速度对学习成绩的影响表现为

增强作用模式, 父母智力卷入对学习投入及学习成

绩的影响均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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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China’ s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was implemented in 2021, educational focus has broadened from 

solely academic outcomes to include students’ learning processes. However, few longitudinal studies have 

examined how this policy has altered parental educational involvement and how such changes subsequently 

influence students’ learning engagement and academic performance. Parental involvement is a key determinant 

of children’ s academic outcomes.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while reducing student burdens, also 

redefines parental roles, potentially altering the quality and dimensions of their involvement. Yet, prior research 

lacks longitudinal evidence characterizing the developmental trajectories of its three core subdimensions (i.e., 

emotional, intellectual, and behavioral involvement) across the policy transition period. This longitudinal study 

addresses this gap by investigating how baseline levels and change rates of these subdimensionspredict students’ 

learning engagement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two years later. 

We recruited a cluster sample of 323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from two schools in Shandong Province, 

China. Data were collected at three waves: baseline (June 2021, Wave 1), 1.5 years later (Wave 2), and 2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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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er (Wave 3). Participants’ mean age at baseline was 8.89 years (SD = 0.94, range = 7 to 11 years old; 47.82% 

boys). Parental involvement was measured using a validated Parental Involvement Scale across all three waves. 

Students’ learning engagement was assessed via self-report at Waves 1 and 3 using a Learning Engagement 

Scale. Academic achievement (final grades) was obtained from school records at Wave 3. Demographic 

covariates were collected at baseline. We applied latent growth modeling in Mplus 8.3 to (a) estimate 

unconditional linear growth trajectories for emotional, intellectual, and behavioral involvement across the three 

waves; (b) estimate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intercepts (initial levels) and slopes (change rates) and their 

interrelations; and (c) test conditional latent growth models, including interactions between intercepts and slopes, 

to predict Wave 3 learning engagement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controlling for baseline age and learning 

engagement. 

Several findings were obtained. First, unconditional latent models showed that parental involvement’s 

sub-dimensions (emotional, intellectual, and behavior involvement) exhibited a linear decreasing trend before 

and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double reduction”. Second, the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parental 

involvement among primary school parents demonstrated a stable developmental pattern over time. Third, after 

controlling for age and learning engagement at Wave 1, conditional latent growth models showed that emotional 

and behavior involvement had cumulative effects on students’ learning engage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ouble reduction.” In terms of academic performance, the change rates of emotional involvement significantly 

predicted academic performance, while intellectual involvement showed no significant effects on either learning 

engagement or academic performance. Supported by the amplification model, students with a low initial level of 

parental behavioral involvement experienced a more rapid decline in academic performance when the decline 

rate of behavior involvement accelerated. In contrast, students with high initial levels of behavioral involvement 

experienced slower declines in academic performance, even when they experienced faster rates of decline. 

The present study makes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contributions. First, this study provided a 

comprehensive overview of the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of parental involvement before and after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among Chinese primary school children by examining initial levels, change rates, and their 

interrelationships. Second, these results underscore the differential effects of the initial level and growth rates of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parental involvement on learning engagement and on academic achievement. Third, this 

study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prioritizing both the initial level and change rate of behavioral involvement 

in fostering children’s learning and the necessity of high-quality parental involvement for academic development. 

Practically, it highlights the critical importance of sustaining high-quality behavioral involvement and provides 

evidence for tailoring family support strategies and school-home collaboration in the post-policy context. 

Keywords  academic performanc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latent growth modeling, learning engagement, 

parental invol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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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材料： 

有关“父母教育卷入总分的动态变化 
及其对小学生学习投入和学习 
成绩的影响”数据结果部分 

2.2.1  父母教育卷入 

父母教育卷入总分在 3 次测查中的 Cronbach’s α 系

数为 0.91、0.92 和 0.82。 

3.3  “双减”实施前后父母教育卷入整体卷入的

变化轨迹 

如附表 1 结果显示, 父母教育卷入总分的无条件潜

增长模型拟合良好。父母教育卷入总分在“双减”实施后

呈线性下降趋势。此外, 父母教育卷入总分的截距变异

(σ2 = 0.05, SE = 0.02, p = 0.006)和斜率变异(σ2 = 0.01, 

SE = 0.00, p < 0.001)均显著, 表明父母教育总分的初始

水平和随时间的变化存在个体间差异。父母教育卷入总

分的截距和斜率不相关, 表明“双减”前后父母教育卷入

呈现稳定差异模式。 

3.4  “双减”实施前后父母教育卷入整体的变化

轨迹对学生学习投入、学习成绩的差异性作

用模式 

为进一步探究“双减”前后父母教育卷入整体的变化

轨迹与 T3 学习投入、学习成绩的关系, 在有条件潜增长

曲线模型中纳入 T3 学习投入、学习成绩, 分别采用 TI

→T3 父母教育卷入总分的初始水平、变化速度以及两者

交互项预测 T3 学习投入、学习成绩。同时, 由于性别与

研究变量相关均不显著, 因此仅控制年龄这一人口学变

量, 并在对 T3 学习投入的预测模型中纳入 T1 学习投入

作为控制变量。结果表明, 控制协变量后, 父母教育卷入

总分的初始水平(b = 1.05, p = 0.008)和变化速度(b = 3.44, 

p < 0.001)均显著正向预测学生 T3 的学习投入, 但是其

交互项对 T3 学习投入的预测不显著(b = −2.57, p > 0.05), 

为累加作用模式, 即初始水平和变化速度的影响彼此独

立, 以加和的方式作用于学生的学习投入。T1 学习投入

对 T3 学习投入的预测显著(b = 0.17, p = 0.006)。父母教

育卷入总分的变化速度(b =1.60, p = 0.009)显著正向预测

学生 T3 的学习成绩, 但是初始水平(b = 0.22, p > 0.05)及

初始水平与变化速度的交互项(b = −0.81, p > 0.05)对 T3

学习成绩的预测不显著。 

综上, “双减”后, 我国父母教育卷入整体的变化轨

迹均呈线性递减趋势, 父母教育卷入整体的初始水平和

变化速度均不相关, 为稳定差异模式。对学习投入而言, 

“双减”背景下父母教育卷入总分的初始水平和变化速度

对学生学习投入的影响均显著, 且初始水平和变化速度

的影响表现为累加作用模式; 对学习成绩而言, “双减”背景

下父母教育卷入总分仅变化速度对学习成绩的预测显著。 

 

附表 1  父母教育卷入整体无条件潜增长曲线模型拟合指标值 

模型 CFI TLI RMSEA SRMR 90% CI 
系数 变异 截距与斜率

的相关 截距 斜率 截距 斜率 

父母教育卷入总分 0.91 0.82 0.08 0.04 [0.02, 0.14] 4.86*** −0.68*** 0.05** 0.01*** < 0.01 

 

 
 

 

 


